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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努力、征税机构与税收增长之谜

周黎安　刘　冲　厉　行＊

摘　要　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
的影响因素，主要考察了经济基本面和征税努力水平对于税收收入
的影响。我们利用成对样本 （ｐａｉ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的数据结构，使用工
具变量处理了税收努力度量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估计了国税和
地税机构的征税努力对于税收增长的不同影响。这种模型设定的好
处是既考虑到一个地区的国税和地税面对着同样的经济基本面，同
时又可以识别两个机构征税努力的增收效应所存在的差异。我们发
现，ＧＤＰ增长对于税收的增长有接近４５％的解释力，征管努力对税
收收入也有重要的贡献，地税局税收努力水平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国
税局的边际效应。
关键词　税收努力，征税机构，税收增长之谜

一、引　　言

从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至今，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不但税收收入总额连创新高，而且其增长速度连续多年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如图１所示）。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之后，税收收入的增长率趋于稳定，但始
终保持高于ＧＤＰ近１０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
注，很多学者都在探究税收超速增长背后的原因。

＊ 周黎安、刘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通信作者及地址：周黎安，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１００８７１；电话：（０１０）６２７５０４３１；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ｌａ＠ｇｓｍ．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作者感谢徐立新、
Ｂｒｉａｎ　Ｖｉａｒｄ、王剑峰和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
０８＆ＺＤ０２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准号７０９７３００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县域经济与地
方金融研究中心和印尼哈利达集团公司的资助。

　　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税收发展历程来看，有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税收过
速增长的现象，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些国度在相应的
时间内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比如战争的爆发导致军费开支激增，或是严
峻的自然灾害导致抗灾、社会救济开支激增，从而推动了政府支出规模的急
剧扩张。另一种可能是，有重大的税制变革在这些国家发生，比如增设新的
税种，或是提升原有税种的税率，或是拓宽原有税种的税基，从而引起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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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国实际税收总额和实际ＧＤＰ增长率趋势：１９９４—２００７年

收收入规模的急剧上升。所以，由支出扩张带动税制变革，再由税制变革带

动税收收入增长，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税收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现象。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看到，在分税制改革之后，既

没有因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引致的政府支出规模的激增，又没有因政府支出规

模急剧扩张而带来的以增税为主要意图的重大的税制变革。可以说，中国税

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一个难以采用一般规律加以解释的罕见而特殊的

经济现象 （高培勇，２００６）。

关于中国税收收入持续超速增长这一谜团，国内学术界有着很多解释和

讨论。大致来讲，可以总结为经济因素、政策性因素和管理因素三个方面
（安体富，２００２）。

所谓影响税收增长的经济因素，主要是关注社会经济各类变量中和税收

增长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些变量。在这些变量中，最为重要的是ＧＤＰ的增长。

事实上，如果其他环境不变，税收应该大致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然

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税收持续保持超速增长。潘雷池 （２００８）着眼于经济

因素，从 “可税ＧＤＰ”的角度研究其对我国税收超速增长的作用。他发现即

使采用 “可税ＧＤＰ”，也无法完全解释如此大的增长率差距。经济因素中另一

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郭庆旺和吕冰洋 （２００４）考察了产业结构的变

化对于税收的影响，并指出在现行税制结构下，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

比提高明显有利于税收总收入的增长。不过产业结构也不能对税收高速增长

进行解释。

在扣除经济因素之后，最容易进入研究者视野的便是政策性因素，如税

率的调整、起征点的提高等。这一因素往往会被学界所忽略。一般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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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中占比重最大的增值税、所得税的税收政策是高度稳定的，税率和
征税办法长期不变。对其他一些税种，如印花税等，尽管政府为了调节经济，
会频繁地对这些税种的征税办法进行调整，然而，一方面它们占税收收入的
比重较小，另一方面，政府既有增税的政策，又有减税的政策，多方面政策
加总之后的效应远不会使得税收收入增长在如此大的程度上超越 ＧＤＰ增长。
高培勇 （２００６）发现，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能够称得上具有增税意义的税制调
整事项只有两个：１９９９年对居民个人存款利息所得恢复课征个人所得税；

２００２年将车辆购置费改为车辆购置税。不过这两类税收的增加对于总体税收
的增长并没有起到足够大的作用，并且税收的增长速度在２００３年之后仍旧持
续超过ＧＤＰ的增长。
管理因素对于税收增长的重要作用是最近学者关注的热点。所谓管理因

素，是指税务部门征税和税务稽查的努力程度。金人庆 （２００２）认为，导致
税收收入增长超过ＧＤＰ增长的因素中，经济增长因素约占５０％，政策调整和
加强征管因素各占２５％。高培勇 （２００６）在分析了以上的三个因素后，发现
以上三个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税收超速增长之谜，他提出了 “税收征管空间”
的概念，即理论应征税额和实际实征税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税收征管
空间的巨大导致了税务部门可以通过加强征管来加速税收的增长。
然而，对于管理因素的研究，大部分的文献仅仅停留在定性论述的层面

上，深入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可能的原因是缺乏数据以及对管理因素的识别
困难。必须强调的是，管理因素是一个无法实际观测的因素，无法用某个经
济变量直接进行度量，所以更多的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来讨论管理因素对于
税收增长的影响。
在为数不多的实证文献中，大致出现了三种度量税收努力的指标：第一

种是使用税收努力指数，潘雷池 （２００８）以税收努力指数作为税收征管水平
的代理变量，发现税收努力指数的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
我国征管水平提高比率对我国调整后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能力可以达到

８８．７４％。第二种是使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崔兴芳等 （２００６）、吕冰洋和李峰
（２００７）均采用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计算方法对税务部门征税和税务稽查的努
力程度进行了度量。其中崔兴芳等 （２００６）主要计算了各地区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
税收征管效率的总体提高值，从税收监管强度的总体提高的角度来解释税收
收入的增加。而吕冰洋和李峰 （２００７）利用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５年的省级面板数
据，分别计算了每一个地区每一年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作为税收征管效率的代
理变量，在控制了ＧＤＰ的增长、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后，发现税收征管效率
提高１％，每年将促进税收增长约４．１％。第三种是王剑锋 （２００８）使用税务
工作人员人数、税务工作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税务部门人均事业费作为努
力水平的代理变量，主要集中论述了企业所得税和进出口税这两个特定税种
税收收入受税收努力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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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重新考察影响中国税收收入超速增长的因

素，侧重考察经济基本面和税收努力的作用。和上述提及的文献相比，我们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从两方面对以往文献的处理方法做出了改进。

１ 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讨论现有文献在税收努力测度方面的缺陷，第五部分将详细讨论工具变量的
选取。

其一，在数据可得的范围内，本文直接选用税务稽查部门上报的查实率
作为税收努力水平的度量，避免了以往研究在指数构造中使用税收数据而产
生的内生性问题。并且使用和税务官员特性相关的努力投入作为工具变量解
决了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１

其二，我们利用同一地区国税和地税两个平行的系统，构造一个成对样
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国税和地税两个机构征税努力的不同效果。

相比之前的研究，我们的方法既考虑了两个征税机构共享基本面因素的因素，

同时又识别了两机构努力边际回报的差异。由于国税的硬件建设较为领先，

征税过程相对简单，而地税税种繁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征收，所以我
们提出的假说：税收努力在地税收入的边际回报要高于国税收入的，在后文
中会检验该假说。

在研究结论上，我们估计了经济增长和税收努力对税收增长的边际贡献。

关于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贡献，我们发现，控制了年哑变量和其他控制变
量后，实际ＧＤＰ每增长１个百分点，实际税收收入增长０．６３２个百分点，对
比以往文献中１．１７１ （崔兴芳等，２００６）或１．５３６ （郭庆旺和吕冰洋，２００４），

我们发现以往文献中经济增长的效果被高估，其原因是因为在以往文献中没
有控制时间趋势，因此在他们的估计中存在着除了经济增长以外的时间趋势，

和经济增长一起同向影响税收收入。而关于增长的分解，在我们的模型中，

经济增长可以解释税收收入增长的４５％，相较于潘雷池 （２００８）中得到的

２５．５％，更接近金人庆 （２００２）的５０％预测。

关于税收努力对税收增长的边际贡献，我们发现，国税 （地税）查实率
增长１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０．８２９ （１．２２４）个百分点。在以往文献中，

崔兴芳等 （２００６）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１个百分点，税收增长０．６５４个
百分点；吕冰洋和李峰 （２００７）发现，税收征管效率提高１个百分点，每年
将促进税收增长４．１％。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对于努力的测量各不相同，得到
的估计系数并不可比；另外这些研究没有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估计结果不
完全可靠。在更为严谨的计量框架下，我们相对准确地估计了税收增长各因
素的贡献，本文发现国税 （地税）查实率的增加能够解释税收增长的１９％
（１３％），说明税收努力对于税收收入的增长有着显著的作用，是解开税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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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增长之谜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下来的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变量的选取和计量模型设定，

第三部分描述数据，第四部分讨论基本的回归结果，第五部分详细分析工具
变量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

二、变量选取和计量模型的设定

（一）模型设定和征税努力水平的度量

在以往研究税收收入决定的文献中，经济因素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
一。除此之外，制度或者政治因素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１９５２）。

Ｃ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０）和 Ｈｏｆｆｅｒ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ｋａｎｓｋｙ（１９７１）等两篇文章着
重研究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过程对于税收预算收入的影响，他们考察了法律上
的差异、法律执行程序上的差异 （如是否有一票否决权等因素）对预算过程
的影响。ＡＣＩＲ（１９８７）、Ｃ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０）和Ｐｏｔｅｒｂａ（１９９６）认为财政
政策的相关变化是税收预算收入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Ｐｏｔｅｒｂａ（１９９６）发
现，在保守的财政政策下，当财政赤字出现时，税收收入会更快地进行调整。
然而，这些研究仅仅针对某一特定的因素，鲜有将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研

究。Ｍｅｒｒｉ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１，２０００）是较为全面解释税收收入的文献之一。他使用
了１７个变量，阐释了许多制度和政治原因会同时决定税收收入，其中包括官
员的偏好和决策的过程。在他的文章中，１７个显著的解释变量涵盖了制度、

政策、经济、地理等因素，解释了税收收入的９０％以上。
除了控制了经济、制度等变量之外，在本文的模型中，一个重要的解释

变量是征税机构的征税努力水平。然而，努力水平是一个不易观测的经济变
量，一般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度量指标，通常需要选取一个代理变量。

假设我们研究的回归方程可以简写为如下形式：

ＬｎＴａｘ＝Ｘβ＋γＥｆｆｏｒｔ＋ｕ， （１）

其中，ＬｎＴａｘ表示税收水平的对数，Ｘ 为控制变量，Ｅｆｆｏｒｔ为不易观测的税收
努力水平。假设我们为税收努力水平找到代理变量Ｚ，那么它要符合如下
条件：

Ｃｏｖ（Ｚ，Ｅｆｆｏｒｔ）≠０， （２－１）

Ｃｏｖ（Ｚ，ｕ）＝０， （２－２）

其中，第一个条件要求选取的代理变量和税收努力之间要有关系；第二个条
件要求给定税收努力水平和控制变量后，代理变量和税收收入之间无相关性。
在以往的文献中，主要采用如下三类代理变量，即税收努力指数 Ｔ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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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ｕｔｈｏｌｄ，１９９１；潘雷池，２００８）、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崔兴芳等，２００６；吕冰
洋和李峰，２００７）和直接使用税务机关的相关数据 （王剑锋，２００８），前两类
代理变量较难满足外生性条件 （２－２），而第三类直接使用税务机关相关数据
会因为遗漏如税收人员的工作效率等影响税收努力水平的重要因素而造成估

计的偏误，我们将会在第五部分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

２ 括号中为相关系数的标准差。

本文使用税务稽查部门汇报的查实率，即稽查部门一年以来检查出有问
题的纳税户数和总检查户数的比例，作为税收努力的一个度量。采用该指标
有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查实率直接来源于税务稽查机关的工作业绩汇报，
和文献中的ＴＥＩ、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相比，更为客观。由于查实率是税收部门努
力的直接结果，而ＴＥＩ、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是基于一定的假设，利用税收收入构
建出的指数，相比而言，查实率可以避免类似 ＴＥＩ、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和方程
（１）中的残差项相关的问题。其次，税务稽查的过程可以看做是稽查人员在
一定纳税人范围内，通过仔细盘查，最终为国家挽回税收损失的过程，而查
实率正是税务人员在该过程中努力的结果，其努力既可以体现在选取合适的
被检查纳税户上，也可以体现在检查过程的仔细程度上。最后，查实率相对
于其他经济环境变量，如地区ＧＤＰ，是一个比较独立的衡量。在我们的数据
中，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的查实率和ＧＤＰ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０９ （０．２５）和

０．０６ （０．４２）２。由于查实率刻画的是税务稽查部门的工作业绩，因此该度量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较小。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查实率作为税收努力的一个度量，也会因测量误

差产生内生性问题。如果我们用ＴａｒｇｅｔＲａｔｅ表示查实率，根据上文的论述，

ＴａｒｇｅｔＲａｔｅ＝Ｅｆｆｏｒｔ＋ε， （３）

将 （３）代入 （１），我们有

ＬｎＴａｘ＝Ｘβ＋γＴａｒｇｅｔＲａｔｅ－γε＋ｕ．

在该方程中，查实率为内生变量，因为 Ｃｏｖ（ＴａｒｇｅｔＲａｔｅ，ε）＝σ２ε≠０。然而，
我们可以使用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ａｎｄ　Ｎｅｕｍａｒｋ（１９９２）的方法，使用工具变量解决查
实率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会在第五部分进行讨论。
当然，我们所使用的这一度量还是会存在一些可能的问题。其一是查实

率虽然和税务稽查的 “产出”相关，而税务稽查只是税收过程的一部分，税
收努力包括法律法规普及、报税制度设计等其他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可以
看到，税务稽查是提高依法纳税比率的最为直接的手段，也是税务机关工作
的重点。税务稽查努力的结果是总税收努力结果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二，
在给定税收努力的水平下，查实率或许会和一部分经济环境有一些联系。在



第１期 周黎安等：税收努力、征税机构与税收增长之谜 ７　　　　

我们的回归方程中，我们控制了省ＧＤＰ、二三产业比重、民营企业和个体经
济数等变量，使查实率更好地反映税收努力水平。其三，每一个省逃税漏税
状况可能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和该地区的历史相关。一些省在历史上可能就
是逃税漏税的大省。在我们的回归方程中，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
方法，将这些历史特征抽象为一个固定效应，通过差分的方法排除了路径依
赖这一问题。

（二）成对样本的面板数据方法

中国的税收征管系统在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出现了国税局和地税局
的两个系统并存的结构。于是，对于每一个省、每一年，我们有两个观测值：
国税局的税收收入和地税局的税收收入，以及相应两个系统的稽查数据。这
种数据结构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两个系统在征税努力方面存在的差异，
二是同一地区的两个征税机构又面对着同样的经济基本面。对于中国税收增
长问题的研究，从成对样本面板数据的角度入手的文献目前还没有，本文的
一个重要创新之处在于利用面板数据下的成对样本的处理方法研究两种不同

征税系统的努力。
尽管我国同时存在的两个税务系统有分工，各司其职：国税局负责征收

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等中央税收；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
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地方税收。但同时，两个税收系统
间的联系是紧密而且重要的。首先，尽管两个系统所负责的税种不同，但它
们所面临的课税对象是一样的，都是该省该年的各类企业。举例来说，同一
个工业企业需要和国税局打交道，上缴增值税，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和地税局
打交道，上缴企业所得税。税收的增长，尤其是控制了经济增长后的税收增
长，很大程度上被当地这些企业所具备的商业风气、民风民俗等所影响；税
收努力的效果和回报，也同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其次，两个系统同
时受同一个省政府的领导，尽管地方的财政压力很大一部分由地税局承担，
但国税局所得增值税会有四分之一直接归地方，因此国税局也会受到地方财
政压力的影响。同时，在干部的任免、考核等方面，地方领导的评价对于国
税局和地税局的干部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同一个地方两个税收系统税收
的增长和税收努力的提高具有不可忽略的相关性。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两
个系统间的关系不但同时影响着税收的增长，也同时影响着税收努力的回报。
对于我们识别方程，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对于上述的数据结构，我们通常见到的方法是，将同一省、同一年国税

局和地税局的数据进行加总，然后对该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但这样做有两个
缺点：其一，将样本量缩小一半，损失了很多信息；其二，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方法忽略了国税局和地税局这两个平行征税系统的存在，等价于将国税
和地税进行了合并，忽略了两个不同征税机构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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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将国税局和地税局的数据分别作为单独的面板数据估计，也
是一种可以识别的方法。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一样，这种方法忽略了
国税局和地税局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对于同一个省的国税局和地税局，两
者应该共享相同的固定效应，因为两个机构面临同一个经济环境。两者的税
收收入可能共同受到一个省的经济政策、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忽略了两者
之间的联系，我们可能会得到有偏的估计。

由于国税局和地税局共享一个固定效应，我们借鉴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Ｋｒｕｅ－
ｇｅｒ（１９９４）的思路，采用成对样本的处理方法 （ｐａｉ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ｓｈｅｎ－
ｆｅ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４）使用同一时间下来自同一家庭的双胞胎数据构建
了一个面板，通过差分，去除了家庭固定效应，然后在横截面数据下得到了
一致的估计。在此，我们仿照他们的思想，从成对样本的角度构造数据结构
和相应的计量模型，只是我们的数据是一个面板数据：

ＬｎＴａｘｉｊｔ ＝Ｘｉｔβ＋Ｅｆｆｏｒｔｉｊｔγｊ＋ｃｉ＋ｄｊ＋ｅｔ＋ｕｉｊｔ， （４）

其中，ｉ表示省，ｊ表示国税或地税，ｔ表示年份，ｃ为省区固定效应，ｄ为税
收机关的固定效应，ｅ为年份虚拟变量。国税和地税所共享的经济基本面变量

Ｘ，如实际ＧＤＰ，二三产业产值之比，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户数等，我们假
设这些变量对于税收的边际贡献相同，所以估计一个相同的系数β。但是由于
征收税种和征税压力等不同，地税局和国税局的征管努力水平对于税收的边
际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所以我们需要估计两个系数γ１，γ２。
如果对于每一个省、每一年的国税和地税数据进行差分，即

ΔＬｎＴａｘｉｔ ＝Ｅｆｆｏｒｔｉ１ｔγ１－Ｅｆｆｏｒｔｉ２ｔγ２＋Δｄ＋Δｕｉｔ， （５）

这样就可以得到γ１，γ２的一致估计。然而，我们还希望能够识别方程 （４）中
的其他参数，于是我们将方程 （４）改写为如下形式：

ＬｎＴａｘｉ１
ＬｎＴａｘｉ［ ］

２
＝
Ｘｉ
Ｘ［ ］
ｉ
β＋

Ｅｆｆｏｒｔｉ１ ０
０ Ｅｆｆｏｒｔｉ［ ］

２

γ１
γ［ ］
２
＋ｃｉｊ２Ｔ

＋
ｄ１ｊＴ
ｄ２ｊ［ ］

Ｔ
＋［］ｅｅＩ２Ｔ ＋

ｕｉ１
ｕｉ［ ］
２

， （６）

其中，ＬｎＴａｘｉ１＝［ＬｎＴａｘｉ１１…ＬｎＴａｘｉ１Ｔ］′，其他变量以此类推，ｊ２Ｔ为２Ｔ×１的
列向量，每一个元素都为１，ｅ＝［ｅ１，…，ｅＴ］Ｔ，Ｉ２Ｔ为２Ｔ×２Ｔ 的单位阵。这样
对 （６）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回归，便可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

三、数 据 描 述

本文的税收收入和税务官员数据来自 《中国税务年鉴》，税务稽查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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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中国税务稽查年鉴》，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户数来自 《中国私营经济年
鉴》，其他控制变量，如ＧＤＰ、二三产业产值及其比重等来自 《中国统计年
鉴》，政府机关人数来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我
们的数据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必须强调的是，我国的税收省级单位除
了各行政省、直辖市、自治区之外，还有五个税收单列市，分别是宁波、青
岛、深圳、大连、厦门。由于某些控制变量和政府机关人数等核心变量很难
找到相应单列市的数据，所以我们将每一个税收单列市税收收入和税务稽查
数据加总到相应的省。另外，由于上海和西藏没有地税的相关数据，北京的政
府机关人数、税务局人员人数等数据中包括了国家部委的官员，和其他省份不
同，因此我们所使用的是除以上三个省、直辖市外的２８个省和直辖市的数据。
在表１中，我们分别汇报了国税局、地税局和全国样本的变量描述性统

计。我们汇报了每年的国税和地税的税收收入、税务局官员人数占官员人数
比例、税务局３５岁以上人员比例以及税务稽查机关的上报的查实率 （有问题
户数和检查户数的比值）。同时，控制变量汇报了民营经济户数、个体经济户
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和比值等。

表１　各经济变量的基本特征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税局样本：

税收总额（亿元） １４０　 ６３５．７６　 ７３４．１７　 ２４．７６　 ４　９２０．０５
税务局人员人数占官员人数比例 １４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７
查实率 １４０　 ０．５８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９９
税务局３５岁以上人员比例 １４０　 ０．６７　 ０．０７　 ０．４６　 ０．８６
地税局样本：

税收总额（亿元） １４０　 ２９０．９０　 ３３０．６９　 １２．９６　 ２　０２６．３８
税务局人员人数占官员人数比例 １４０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５
查实率 １４０　 ０．７０　 ０．１５　 ０．３５　 ０．９７
税务局３５岁以上人员比例 １４０　 ０．６０　 ０．０７　 ０．４５　 ０．７４
全国样本：

税收总额（亿元） １４０　 ９２６．６６　 １　０６０．７９　 ３７．７３　 ６　９４６．４３
税务局人员人数占官员人数比例 １４０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１
查实率 １４０　 ０．６２　 ０．１４　 ０．２１　 ０．９４
税务局３５岁以上人员比例 １４０　 ０．６４　 ０．０７　 ０．４７　 ０．８１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１４０　 ６　５９５．４２　 ５　９４７．８４　 ３８５．３４　 ３１　０８４．４０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１４０　 ３　３４０．６５　 ３　３０１．０１　 １５１．１６　 １５　９３９．１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１４０　 ２　４５４．４６　 ２　２６９．６３　 １３７．８４　 １３　４４９．７３
民营企业户数 １４０　 １１．４４　 ０．９１　 ９．０８　 １３．４２
个体经济户数 １４０　 １３．３９　 ０．８２　 １１．３９　 １４．８５
二、三产业产值比 １４０　 ０．８１　 ０．２１　 ０．４９　 １．８０

注：以上数据为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除北京、上海、西藏之外的２８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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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结果和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主要的计量结果进行汇报，并分析经济因素、政
策因素和征管因素分别对于税收收入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对于第二部分方程
（６）进行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估计的结果见表２。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实
际税收收入的对数，在第 （１）列我们控制了实际ＧＤＰ对数、国税系统和地
税系统的查实率以及地税局虚拟变量；（２）— （４）列逐次增加了时间虚拟变
量、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户数对数和第三、第二产业产值比。　　

表２　国税局、地税局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成对样本（ｐａｉ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模型

因变量：实际税收收入对数
（１） （２） （３） （４）

实际ＧＤＰ对数 １．２８３＊＊＊ ０．５４１＊＊＊ ０．５７３＊＊＊ ０．５７７＊＊＊

（０．０４４９）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１）

国税局查实率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８３５）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８３２）

地税局查实率 ０．４５１＊＊＊ ０．４４５＊＊＊ ０．４４９＊＊＊ ０．４５６＊＊＊

（０．０９９９） （０．０９７９） （０．０９８５） （０．０９８２）

第三和第二产业产值比 －０．２２７＊

（０．１３４）

民营企业户数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８９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０）

个体经济户数 －０．０９０３ －０．０５９４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７）

地税局虚拟变量 －１．０２２＊＊＊ －１．０４６＊＊＊ －１．０４５＊＊＊ －１．０５９＊＊＊

（０．０７７２） （０．０７５５） （０．０７５８） （０．０７５９）

２００４年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９５５） （０．０９６０）

２００５年 ０．２０５＊＊＊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７６２）

２００６年 ０．３０１＊＊＊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１＊＊

（０．０７７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８）

２００７年 ０．４２０＊＊＊ ０．３６６＊＊＊ ０．３４３＊＊

（０．１０１）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７）

常数项 ４．３７４＊＊＊ １０．３４＊＊＊ １０．４４＊＊＊ １０．０６＊＊＊

（０．３６１） （１．４９８） （２．３３６） （２．３３８）

观测数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Ｒ２ ０．９２７　 ０．９３２　 ０．９３２　 ０．９３３
省的数量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所有的回归方程均考虑
了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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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对于税收增长的影响。根据我们的计
算３，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国税收入实际年均增长为１４．８％，地税收入年均
增长为１４．１％，总税收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约为１４．５％，实际ＧＤＰ年均增长
为１０．４％。在第 （１）列中，在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的条件下，我们发现，
实际ＧＤＰ每增长１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１．２８３个百分点。由于实际ＧＤＰ
的增长而导致的税收增长大约为１０．４％×１．２８３＝１３．３４％，可以解释总税收
收入增长１４．５％的绝大部分。在增加了时间趋势等变量后，从第 （４）列中可
以看到，税收对实际 ＧＤＰ的弹性为０．５７７。于是，考虑其他因素后，ＧＤＰ
增长导致税收收入增长１０．４％×０．５７７＝６％，大约可以解释税收增长的

４１％，这与金人庆 （２００２）中预测经济因素约占税收总增长的５０％的结论
比较接近。

３ 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ＧＤ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国税、地税两机构的税收努力回报。比较
（１）— （４）列中税收努力的度量———查实率———之前的估计系数，我们有两
个发现：第一，控制时间虚拟变量之后，国税和地税机构的税收努力的回报
为正，其中地税机构的系数显著，即查实率的相对增加有助于增加税收收入；
第二，地税税收努力对于税收增长的边际影响要比国税更大。从２００３年到

２００７年，国税和地税系统查实率平均值变动不大，我们估计的系数结果主要
依赖于各省税收努力在横截面上的差异性。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如果地税
系统查实率上升１个标准差 （１５％），将带来地税税收收入６．８％的增长，可
以看到税收努力的贡献在数量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理解地税税收努力的回报高于国税？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在硬件条件的建设上，国税局有着地税局无可比拟的优势。国税系统可以得
到中央的直接拨款和统筹，经过十多年来金税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国税
税务监察系统的硬件建设已经非常完善。一般情况下，硬件建设和税收努力
可以认为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国税部门税收努力的边际回报会相对小
一些。两部门所征税种的不同也是导致了征税努力回报差别的一个可能原因。
相较于国税局所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地税局负责征收的税种更为
繁杂，而地税局对地方企业纳税的偷漏情况比较了解，如果愿意加大投入的
话，增税的潜力相对较大。
在讨论了经济增长和税收努力两个重要因素之后，我们还发现，绝大多

数年份的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而且这些系数随着年份增加而增大，说明
税收收入的增加存在一个不断上升的时间趋势。虽然影响这个上升的时间趋
势的因素很多，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大规模推行的金税工程是一个重要因素。
金税工程始于１９９８年，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６年分别实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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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税工程使得纳税流程得以规范和有效，极大地限制和打击了偷税漏税
行为。

此外，一个地区的民营企业户数和个体经济的户数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统
计上并不显著。事实上，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在这些年中有较快的发展，同
时也带动了经济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财务制度上缺
乏规范，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出现偷税漏税的情况，其监管的难度很大。

这样一来，就很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对于税收收入增长的贡
献不显著。
最后，地区产业结构的因素也值得注意。我们发现，相较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的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反而较慢。这个结论和郭庆旺和吕
冰洋 （２００４）相反。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郭庆旺和吕冰洋 （２００４）
使用的是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的数据，而本文使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数据。可以看
到，２００２年之后，税收的变化更为稳定，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的主体地位越
来越高，因此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对于税收增长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金
税工程二期和三期的大规模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对增值税发票的防伪和协查，
作为以增值税为主的第二产业，因为金税工程的作用，可能比第三产业贡献
更大。

五、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

我们在文章第二部分提到，如果将查实率作为税收努力的度量代入原方
程，会有测量误差的问题，具体来说，

ＬｎＴａｘ＝Ｘβ＋γＴａｒｇｅｔＲａｔｅ－γε＋ｕ，

其中，查实率 （ＴａｒｇｅｔＲａｔｅ）是内生变量，Ｃｏｖ（ＴａｒｇｅｔＲａｔｅ，ε）＝σ２ε≠０。在这
里，我们可以使用税收努力的 “投入”变量，即税务人员人数和官员总人数
的比例以及税务机关３５岁以上人数比，作为查实率的工具变量。４

４ 除了税务人员人数和官员总人数的比例以及３５岁以上税务官员比例这两个工具变量外，我们还尝试
使用了税务官员的学历、人数等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稳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致函向作者索取。

首先，鉴于王剑锋 （２００８），税务局行政人员的数量可以作为税收努力的
“投入”因素的度量。在这里，我们使用税务人员人数和官员总人数的比例，

而不直接使用税务官员总人数，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政府是一个
多任务的组织，如何在不同的行政目标间分配其行政资源体现着政府对于工
作的侧重。如果一个地方的税务人员占总官员人数比例较高，表示这个地区
的政府对于税收的重视程度较高，从而税收的努力水平应该也较高。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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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任务的角度出发考虑税收努力的决定，是我们和王剑锋 （２００８）中度量的
一个主要差别。第二，从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来说，即使给定了税收努力和
我们所能控制的变量后，官员总人数和税收收入还是会受一些经济规模的影
响。尽管我们可以放入当地国民生产总值、民营企业数量等指标控制经济结
构，但如同税收努力一样，经济规模也是一个无法明确定义和衡量的经济变
量。但我们所使用的税务官员人数与官员总人数的比例这一度量已不再是规
模的度量，避免了这方面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是用了３５岁以上官员人数比来刻画税收努力的 “效

率”。税收努力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和工作经验密不可分。以税务稽查为例，在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检查，能够最优效地查获偷税漏税的现象，
这一系列尺度的把握，一方面在于熟悉和了解被稽查的环境以及逃税漏税分
子的出没时间，另一方面也在于通过不断地实践把握好最为恰当的时机，而
这两者都需要工作经验的积累。３５岁以上税务人员的比例越高，表明税务人
员有更多的经验，从而能够更有效率地通过努力提高税收收入。
另外，我们使用的官员人数比和３５岁以上比例作为 “投入”变量，它们

同样来自于税务机关客观上报的数据，和税收收入没有直接关系。进一步，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两个 “投入”变量仅仅作为税收努力的一个直接
影响因素，在控制了税收努力和经济环境的条件下，它们无法直接影响税收
收入，换句话说，工具变量和原方程残差项ｕ无关。同样，这些 “投入”变
量也无法在税收努力给定的情况下对查实率进行影响，即它们和查实率的决
定方程 （３）中的残差项ε无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 “投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时，我们并没

有要求控制所有的 “投入”。事实上，只要我们所使用的 “投入”变量和查实
率相关，同时和残差项无关。而如果直接使用 “投入”变量作为税收努力的
代理变量，如王剑锋 （２００８），如果有遗漏决定税收努力的因素，如税收人员
的工作效率，而税收人员的工作效率又和某些控制变量相关，那么遗漏变量
就会造成方程无法识别的问题，这也是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优于直接使用代
理变量的一个方面。
表３的第 （１）列和表２的最后一列相同，表示直接使用查实率作为税收

努力的度量，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国税局和地税
局的查实率之前系数为正，但国税局查实率的系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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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实际税收收入对数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国税局查实率 ０．０１５８　 ０．８２９＊ ０．８０６＊ ０．８４２＊

（０．０８３２） （０．４４４） （０．４２８） （０．４４６）

地税局查实率 ０．４５６＊＊＊ １．２２４＊＊ １．２９２＊＊ １．２００＊

（０．０９８２） （０．６１１） （０．５４５） （０．６１４）

国税税务局人数占官员比 ６．８９０＊＊＊

（１．８７０）

地税税务局人数占官员比 ３．９８６＊

（２．２７７）

国税局３５岁以上税务人员
比例

１．１９０＊＊＊

（０．２７８）

地税局３５岁以上税务人员
比例

０．６９０＊＊

（０．２９４）

实际ＧＤＰ对数 ０．５７７＊＊＊ ０．５６９＊＊＊ ０．６３２＊＊ ０．６６２＊＊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０） （０．２５５） （０．２６１）

第三和第二产业产值比 －０．２２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３）

实际二产业产值对数 ０．３４４＊＊＊

（０．１０２）

实际三产业产值对数 ０．３１９＊＊＊

（０．１１２）

民营企业户数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０６２２　 ０．２５９　 ０．２４２　 ０．２２３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９３）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７）

个体经济户数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５２４ －０．１２６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６） （０．１６２） （０．１５０） （０．１６２）

地税局虚拟变量 －１．０５９＊＊＊ －０．２２６ －１．１２７＊＊ －０．９２２＊＊ －１．１０２＊＊

（０．０７５９） （０．１７４） （０．４６３） （０．４００） （０．４６９）

ＣＰＩ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７３）

常数项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３＊＊＊ ８．１２４＊＊＊ １０．５８＊＊＊ ７．０５２＊＊

（２．３３８） （２．３２０） （３．０４５） （２．４９１） （３．４６４）

年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数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Ｒ２ ０．９３３　 ０．９３４
省的数量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所有的回归方程均考虑
了固定效应。其中，（１）—（２）列为ＯＬＳ，（３）—（５）列为２ＳＬＳ，使用税务局人数占官员人数比、税务局官员
３５岁以上比例作为工具变量。

第 （２）列为使用税务局人数占官员比和税务局官员３５岁以上比例作为
代理变量得出的结果。所有代理变量都显著为正，说明税收努力对于税收收
入有显著的影响。
第 （３）列为利用工具变量，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原方程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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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注意到，国税局和地税局查实率前的系数都有了明显的上升，并且
国税局查实率前的系数变为显著。其次，我们可以重新计算ＧＤＰ和税收努力
对于税收增长的贡献。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实际ＧＤＰ每增长１个百分点，

实际税收收入增长０．６３２个百分点。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实际ＧＤＰ年均增
长为１０．４％，从而导致税收增长大约为６．５８％，占总税收增长的４５％。从

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国税 （地税）部门查实率年均增长为３．３４％ （１．４９％），

导致国税 （地税）收入增长２．７７％ （１．８１％），分别占国税 （地税）税收收入
增长的１９％ （１３％）。我们发现，尽管地税税收努力的边际收益较高，但由于
其努力水平较低，因此对于税收增长的总贡献不如国税部门税收努力对税收
收入贡献大，这说明地税的 “征管空间”还很大，通过积累经验、完善制度、

改良设备等方法可以更进一步地提高税收努力水平，从而提高税收增长的速
度。另外，由于地税收取的过程牵扯到地方官员和当地企业之间的博弈，各
种 “藏富于民”的现象也是地税努力水平较低的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推测，

随着地方财政压力的进一步扩大，地税部门的进一步努力还将带来更快的地
税税收收入的增长。

另外，为了支持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我们使用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ｃＫｉｎ－
ｎｏｎ（１９９３）的方法，对查实率是否外生做了ＤＷＨ检验，检验统计量为３．５４
（ｐ＝０．０３），在５％水平上可以拒绝查实率外生的假设。对潜在的异方差的可
能性，我们使用Ｐａｇ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ｌｌ（１９８３）的方法，得到的检验统计量为４７．６４１
（ｐ＝０．１８９８），无法拒绝同方差假设，即在此我们使用的同方差下的固定效应
面板数据的模型是合理的。

在第 （４）列中，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放松了国税、地税共享同一个经
济基本面的假设，根据我国税法的设计，国税局主要征收增值税，而企业所
得税、营业税等是地税局的主要任务，所以我们分别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产值作为国税和地税的稅基。我们发现，国税和地税查实率之前的系数在数
值和显著性水平上都是稳健的。

在第 （５）列，我们加入了各省的ＣＰＩ，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目的是
控制物价指数等的影响。但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所有系数和显著性水
平的变化都不是太大，这说明我们的结果比较稳健。

六、结　　论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层次上国税和地税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税收收入高

速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考察了经济基本面和征税努力水平对于税收收入的
影响。我们利用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４）的思想，将横截面数据下的
成对样本 （ｐａｉ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的数据结构扩展到了面板数据层面，一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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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个地区的两个征税机构面对着同样的经济基本面，同时也考虑到两个

机构在征税努力方面存在的差异，估计了不同机构的征税努力对于税收增长

的不同影响。为了处理税收努力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还采用了工具变量的

方法。

我们发现，经济基本面对于税收的增长有约４５％的解释，同时时间趋势

也对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很大作用。从征管努力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来看，总体

上税收机构的税收努力导致了税收的增长，而且地税局税收努力水平的边际

效应要高于国税局的边际效应。这些发现是在较为严谨的计量分析下获得的，

比以往的研究更为准确地界定了经济基本面、税收机构和税收努力的相对贡

献，对我们理解中国税收快速增长之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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